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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记述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情形大体是: 气候总体上
对健康有利，但也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城市公共卫生差，个人、家庭卫生意识
淡薄，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经常发生，人们应对疫病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医疗
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为改善不利的日常卫生状况、进行医疗传教、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
居民健康，西人开展了众多医疗活动: 海关管理者制定卫生检疫章程，鼓浪屿工部局治
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 教会、外国领事等创建西式医院; 教会医院成
立医学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知识; 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
究。西方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在晚清厦门的这些具体实践，不仅传播了西医的知识、观念
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而且使得卫生意识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
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更新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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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开埠通商后，陆陆续续有一些西方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来到厦门，或游历、或传教、
或从事其他工作，无论是长期居住，抑或临时落脚，他们中的一些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记述下他们
在厦门的所见所闻。他们观察问题的参照系往往是西方近代思想、科技以及文化生活，因而对厦
门传统生活有诸多的新鲜感。尤其是西方近代科技带动了医疗事业的近代化，人们的日常卫生观
念也逐渐树立，他们看厦门时，就能将厦门日常生活中相对滞后于西方的若干方面揭示出来，尽
管因为文化差异，他们会存在若干误读，但这部分资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他者”视角①，
值得加以重视。目前学者多利用地方志、卫生专志、海关统计等资料，进行疾病与医疗卫生的整
理和研究，注重对福建、闽南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成因、影响和社会应对机制的探讨②，但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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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整理和研究所依据的地方志、卫生专志以及一些民间民俗资料往往只记述重大疫情发生的时
间、地点和基本影响，未反映出存在于基层社会的、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疫病和医疗卫生状况，也
未对西方人在厦门的医疗活动进行专门研究。而且，关于晚清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关于晚清厦门
的研究几乎没有。晚清既是中国传统社会行将结束的阶段，又是清帝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阶
段; 既是中国社会逐渐转型的阶段，又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碰撞、交融的阶段。厦门是清代最初
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游历者、传教士、商人、海关管理者、教会等很多西方团体或组织纷
纷来到厦门，许多中国人从厦门走出国门或陆续回到厦门地区。晚清许多疾病伴随这些人口流动
不断出现在厦门地区，对晚清厦门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不仅记录了晚清厦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医疗卫生情况，而且记述了西
方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医疗实践。从医疗卫生的角度解读这些资料，可以了解基层社会的卫生情
形、人民大众的健康卫生意识和日常的疫病应对以及疫病发生或散播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还可
以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海关等西方人在晚清厦门的医疗活动。鉴于此，本
文以西方人的记述为主要参考资料，重点关注晚清阶段，叙述晚清厦门社会的日常卫生状况，探
讨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海关等西方社会团体与组织的疫病应对和医疗实践，从疾病和医疗卫
生的角度深化认识西方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区域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状况
从医学角度探析疫病发生、传播、预防和治疗有利于准确解释历史上疫病的成因和影响等问
题，但生活在晚清厦门的民众和游历、居住、工作在此的传教士、海关人员、教会医院等西方社
会团体和组织对医疗卫生的认识和探讨才是历史情境中的真实存在。透过他们的行为、见闻和记
述可以较好地把握人们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在这些环境中的生存体验、情感表达和精
神面貌。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西方人着重记述了晚清厦门气候、城市公共卫生、家庭卫生、医疗
条件、传染病流行情况、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医疗资源的分布等方面的日常情形。
( 一) 气候总体来说对健康有利，但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
很多到此游历的传教士都称赞厦门气候宜人，对健康有利。英国传教士乔治·休士反对厦门
气候有损于健康的说法，认为厦门气候 “对健康极为有利”①。英国另一位传教士塞舌尔·包罗
引用海关医官孟逊的话说: “对于现今住下来的欧洲人来说，厦门的气候还是有益健康的。”② 同
时，这两位传教士也注意到了气候对健康不利的一面。乔治·休士认为: “ ( 厦门) 雨下得反复
无常。因为大多数天气是干燥的，常常有好几年雨量不足，结果导致了饥荒或贫困，某种传染病
也会随之而来。三年大旱之后，今夏我们雨水充足，贮水池和井又满了，时间一长，没什么用
处，水也会发臭。”③降雨无常引起饥荒、贫困，传染病极易爆发和散播。塞舌尔·包罗说: “长
时间住在厦门口岸的外国人看起来很健康，没有居住在热带国度的欧洲人那种普遍的疲倦现象。
厦门气候最大的影响是对神经和心理，除了很年轻的人，很可能多少都有神经衰弱、健忘等等毛
病。本地人也有这些症状。毫无疑问这是长时间的高温与少有的使人懒洋洋的空气所致。”④可
见，厦门岛气候总体有利于健康，但高温、空气等一些条件长期来说对人的健康有不利的一面。
( 二) 城市公共卫生差
厦门非常脏乱的城市环境令许多传教士印象深刻。19 世纪末来到厦门的美国传教士毕腓力
分别记述了鼓浪屿和厦门的卫生情况。他对鼓浪屿的评价是: “1841 至 1842 年外国人首次在这
里居住的时候，鼓浪屿和厦门都没有被看成是天堂。事实上因为到处肮脏和污秽，鼓浪屿要比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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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还不利健康。1841 年英军驻扎在岛上的时候，上百人发烧病倒。因此，鼓浪屿对 40 年代早期
来到这里的传教士和商人们并无魅力可言。”① 他对厦门的评价是: “厦门有一个几乎很多城市都
有的名声，遗憾的是厦门更加有名。它被称作是中国最脏的一个城市。厦门的脏臭名气一直很
大，这从城市外观上可以看到，鼻子也闻得到，只有那些鼻子有毛病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就我们
所知，这里只有一个传教士，他是这个地区最敬业的传教士，厦门的脏臭可以解释他敬业的原
因。”② 乔治·休士也说: “厦门的城镇和中国大部分城镇一样，都肮脏至极。狭窄而且没有规则
的街道极其污秽，弥漫着各种混杂的气味。”③ 英国另一位传教士麦高温记述: “狭窄弯曲的街
道，不结实的平房，坑坑洼洼的道路，贫困人家住宅的简陋，以及不论穷人富人都具有的那可怕
的令人厌恶的气味等等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征，这些都给那些四处游览、寻找新奇的人们留下最
深刻的印象。”④ 可见，脏臭、藏污纳垢、街道狭窄脏乱是厦门城市日常卫生实态，其卫生状况
令人堪忧。在当时西方人的印象中，厦门城区 “是各种疾病的温床，其中瘟疫和霍乱较为突
出”⑤。
( 三) 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
据麦高温记述: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都处于一种脏、乱、差的状态。当你走进一个
属于中下层阶级的家庭时，你会为自己所看的景象感到震惊……屋里的东西肮脏而破旧，被摆放
的到处都是，一点也没有整体感。地面上满是灰尘，虽然中间的空地好像时不时地被打扫过，但
桌椅尤其是床铺下面的积尘和头顶椽木上挂着的蜘蛛网充分表明已经好久没有人光顾过了。”⑥
麦高温的描述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晚清厦门个人的、家庭的卫生环境应该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
象。
( 四) 传染病经常爆发
在晚清 70 年中，厦门有将近 30 年的疫情记录。1872—1911 年的厦门海关报告中就有 8 次传
染病流行的记载。在 1882—1891 年海关报告中，海关税务司许妥玛记述: “本地居民中仍普遍流
行有传染性的多种疾病。除已提及的霍乱外，还流行热病。病情严重且常是以致命。热病一般流
行秋天; 而天花则在冬天流行。但这些疾病并未侵袭本地的外国居民。”⑦ 在接下来的海关十年
报告中，海关税务司习辛盛说: “自从 1895 年以来，厦门瘟疫盛行……霍乱同样每年在本口岸发
生。”⑧在 1902—1911 年海关十年报告中，海关税务司巴尔记述: “本地的健康状况相对尚好。瘟
疫每年都有规律地发生，但疫情轻重程度不一……本地没有严重的霍乱发生，尽管几乎每逢夏季
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患者。痢疾和麻疹每年都会重复发生。但并没有造成流行病。1909 年春季，
天花大规模流行。”⑨可见，瘟疫、霍乱、天花、热病等常常出现，甚至成了 “有规律”的事情，
而且有些疫病严重威胁着厦门本地居民的生命安全，仅 1911 年 “鼓浪屿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
为 216 人。其中 49 人死于流行病，其构成情况如下: 天花 1 人，霍乱 3 人，伤寒症 10 人，肺结
核 23 人，黑死病 12 人”⑩。
( 五) 人们在疫病到来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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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社会习俗、恶劣的城市和家庭卫生环境、淡薄的卫生健康意识以及简陋的医疗条件使
得普通民众多把疫病归咎于恶魔鬼怪，看风水、祭拜神灵是人们祛除恶魔和消除恐惧的经常性应
对方法。麦高温较为详尽地记述了疫病中民众的行为反应:
瘟疫夺去了人民的生命，洪水和干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居民们纷纷开始绝望了。
这时，人们开始寻找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最终人们发现，这座城市没有风水。当然，
现在是很容易解释瘟疫是怎样在城市狭窄的街道、拥挤的住房中蔓延起来的。这不是由
恶劣的卫生条件、排水系统的缺乏而导致的，而是由于没有风水，致使恶的力量在这座
城市肆意横行的结果。于是，城里的居民们请来了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来解决他们的问
题。先生建议应该在城内建两座宝塔，东边一座，西边一座。居民们照办了。各阶层人
士为了建塔，毫不吝啬，纷纷踊跃捐献财物。最后，宝塔终于在人人都能看到的街道和
土地上屹立起来了。在宝塔的庇护之下，居民们顿时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们相信袭
击这座城市的恶魔已被镇住，灰溜溜地逃走了。今天，这座城市已变得繁荣兴旺。大街
小巷熙熙攘攘，商人们从本省各处赶来，在这里摆摊卖货。城里出的精英人物遍布国家
的各个角落。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那两坐镇妖宝塔的功劳。①
居民在风水先生的建议下群策群力建起镇妖宝塔，希望借助宝塔的力量驱赶走恶魔，并且对宝塔
的作用确信无疑。他们对其他原因不屑一顾，“如果瘟疫横扫了一座城镇的某个地区时，人们会
对这是由于饮用水不洁或污水横溢造成的设想持以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会轻蔑地问到，‘城
里人的健康和难闻的气味之间能有什么联系呢?’他们会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可见，民众多把疫病看作是恶魔袭击城市，并不考虑现实的医疗卫生状况，也没有意识到疫病与
周围卫生环境的关系。恐惧弥漫在人们中间，居民合力建造镇妖宝塔，以取得心理安慰。当发生
瘟疫时，民众处于“绝望”的一种心理状态，他们向巫师求助，力图驱赶妖魔。麦高温看到这
种情形，也不由感慨: “在这里，霍乱、瘟疫和感冒到处流行，人们内心承受着生活的痛苦，用
可怜的精神胜利法来苟且度日，并尽可能地从这失去了浪漫和诗意的生活中找到乐趣。”②
此外，祭拜神灵是居民另一种经常性的选择。麦高温记述: “染有疾病的人去任何一座普通
寺庙都可求治，这种寺庙随处可见; 但像疯癫、中风、瘟疫这类被视为因恶魔缠身而导致的疾
病，就应来向‘帝王’ ( 城隍) 请愿方能治愈了。”③民众得病时会根据疾病的种类和程度来选择
拜求不同的神灵。《申报》报导，1894 年厦门爆发鼠疫时，“人心惶惶，朝不保暮，游手好闲之
辈遇事生风，或欲舁关圣像出巡，或欲求玉皇上帝免疾”④。由此可见，民众在疫情面前确实处
于一种恐惧、紧张的心理状态，并且他们对神灵能够帮助他们祛除疫病深信不疑。
其实，麦高温所述反映的是一般状况，当我们深入认识疫病时，或许对这种行为会有更全面
的理解。在历史时期，疫病来势猛、频率高、传播快，一旦被传染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近代
闽南鼠疫的病死率高达近 90%⑤，人们更无法预知疫病何时到来、程度如何，因此，虽然疫病中
的人们诉诸风水和祭拜神灵不可能真正消除和预防疫病，但从麦高温所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人
们会从这种活动中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和对生活的信心。
( 六) 医疗条件简陋
麦高温详述了他在厦门所见到的医生的状态:
在中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公开地行医……只要那个
人有一件长衫，一副学识的面孔……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
疗令西方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疼的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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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满脸脏兮兮、油乎乎，衣服上积满了污垢，浑身脏得连你都不愿用一副钳子碰
一碰的中国人，偏偏吸引住了你的视线。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没有超人的才
智，极易令你不屑一顾，不愿与之相处，可就在这时，却有人会在你耳边轻声说，他是
一个很有名的业余医生，曾经治愈过许多人的病。
我所遇到的这类大夫都能在不一会儿的功夫，为需要有很高技术才能治疗的疾病开
出处方……通常，一个人如果想要以行医作为职业，就要学习古代名医的著作……他们
相信，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医治那些著名的医生曾经成功治愈过的疾病。中国人
不相信在医学上有独创性的发展，他们认为，今人的身体构造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既
然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的古人已经研究过人类的疾病并为后人留下了他们发现的结果，
那么，现在的人只要确定无疑、充满信心、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接受那些书中记载的
处方就行了。①
虽然麦高温的叙述有些夸张，是以西方的经验判断晚清厦门医生的医术，可能不完全符合当时社
会的实际情况，但从这些医生的医疗实践来看，治疗疫病的卫生条件以及医生个人的卫生观念本
身就令人怀疑医治疾病的效果。并且他们所掌握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依然延续着传统中医的知
识，麦高温就注意到当时的医生把疾病统归为两大类，治疗方法因此也模糊地分为两种: “中国
的行医者把这个国家的人所染上的很大一部分疾病的病因主要归为两类，即是 ‘受寒’和 ‘受
热’。因此，药物乃至食物均被分为两大类，即 ‘凉性’和 ‘热性’。当一个人病倒了，他的血
液循环变慢，浑身乏力，丧失了生命的活力，那一定是由引起体内燥火的食物及药物所致; 相
反，如果他在发烧，脉搏过速，就要使用凉性的药物。”②虽然延续千年的中医有非常深厚的医理
和较为完善的治疗方法，但在晚清厦门已经出现原来根本没有的疫病，例如鼠疫，所以医生依然
沿用旧有的医疗知识显然已经无法应对这些疾病。
( 七) 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虽然晚清厦门口岸已经引进西方的卫生防疫制度和现代救治技术，一些靠近口岸的居民已能
够运用这些医疗资源，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仍要依靠 “江湖郎中”进行疫病的救治和预防。
传教士麦高温记述了农民在疫情中遭 “江湖郎中”蒙骗而丧命的事情:
在条件如此优越的城里，他们的特殊本领不能像在乡村，尤其是在集贸市场上那样
得到充分展示，因为城里人聪明敏锐; 而众多适合他们的乡村集贸市场，却有他们施展
才能的广阔天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中国的病人更易轻信大夫的人了。他们选中了一
个人多、显眼的地方，展示那些能在农民及乡巴佬身上创造奇迹的存药，围观的人们正
带着好奇的眼神盯着这些千奇百怪的药品。
……
在那个乡下人得知这个聪明的郎中有能治好他的药时，脸上露出了宽慰的表情，他
亟不可待地买了一些药丸，忙着赶回家去告诉他妻子今天这个重大发现，要不是这个郎
中医术高超，他过两天就会命丧黄泉了。③
当然，并非所有郎中都在行骗，一些郎中走街串巷看病可能是当时乡下人所能分享的比较好的医
疗条件，但乡下人的无知和“江湖郎中”的没有良知使得农民面临着极其恶劣的医疗环境，疫
病无法得到医治。
从以上西人论述可知，他们对晚清厦门的日常医疗卫生状况很不乐观，积极的卫生意识和健
康观念还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或者恐惧疫病或者借助风水和神灵寻得心灵慰藉
或者因贫困根本无力医治。当然，传教士所记述的内容没有完全包括各种疫病的具体来源、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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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情况，许多疫病，例如鼠疫，在厦门的出现与厦门开埠后和外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频繁的
贸易往来、人口流动有关，并非本地固有。不过，从西方人对晚清厦门的医疗卫生状况和疫病救
治条件的描述可以看出，一旦疫情爆发，无论其源于国内还是来自海外，恶劣的家庭与城市卫生
环境、简陋的疾病治疗条件以及淡薄的卫生和疫病预防观念无疑会加重疫病的社会影响，甚至成
为疫病广泛传播、造成巨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根源。当时，晋江、泉州、莆田、福清、龙海、漳
浦、漳州、同安、南安等县首次鼠疫发生都是由厦门传入的，厦门成为整个闽南地区鼠疫传播的
中心①。
二、西方人的医疗活动
( 一) 西方人医疗活动的概况
西方人在此游历、居住时也会不断遇到疫病侵扰，为了融入地方社会、保障自身的健康，也
力图通过医疗进行传教，他们开展了许多医疗卫生活动，主要包括: 第一，海关等管理者制定医
疗卫生章程、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 第二，创建西式医院。19 世纪末，厦
门第一所正规西医医院救世医院在鼓浪屿建成，之后，博爱医院、私立鼓浪屿医院、晋惠医院、
神州医院等西式医院纷纷建立; 第三，成立医学学校，开展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
预防等医疗 卫 生 知 识; 第 四，医 疗 传 教 士 进 行 疾 病 救 治 和 医 学 研 究。如 英 国 传 教 士 孟 逊
( Patrick. Manson) 在厦门工作二十多年，先是担任厦门海关关医，后来专门研究热带病学。1871
年，他与缪拉 ( Muller) 在厦门发现疟疾病例，并于 1878 年提出蚊类与疟疾传染关系的报告②。
孟逊医生还以鼓浪屿救世医院为实验基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医学研究③。虽然这些医疗
活动是西方殖民侵略的附带产品，但他们确实在晚清厦门实践着西方近代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和技
术，在不断传播着西医的观念和文化，对近代厦门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开拓意义。下面以
疫情爆发时西方人的应对和鼓浪屿救世医院的日常医疗实践为例，来探讨这些医疗活动所反映的
卫生观念、制度、疫病应对机制及其历史作用。
( 二) 西方管理者应对疫情的医疗行政
随着厦门海关的设立，厦门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厦门港也成为移民出洋和华
侨回国的重要中枢，除了厦门本地卫生状况不佳的因素外，许多从南洋归国的侨民不时会携带传
染病上岸，造成厦门口岸经常发生疫情。在厦门开埠到海关由西方人管理之前，我们未看到官方
的疫病应对方法。西方人接管厦门海关后，为了维护口岸正常的社会秩序、海关贸易的顺利进行
和居民的健康，随着一次次疫病的流行，管理当局逐步完善卫生检疫制度，预防疫情的扩散。
1862 年 4 月 14 日，厦门设海关，聘任医官兼管海港检疫④。1873 年 8 月 21 日，因新加坡、暹罗
等地发生霍乱，厦门关拟定 “厦门口岸保护传染疫症章程”，计三条: 第一，凡有船舶由新加
坡、暹罗有瘟疫病症的地方来厦应在口外头巾礁停泊，听候海关医官上船查验; 第二，凡有此等
船舶在口外不准擅动，禁止旅客及行李、货物起卸，俟得到海关准单方准起卸; 第三，如有违犯
以上章程者由该国领事官照例罚办⑤。1874 年 7 月 20 日，厦门口岸首次发现染疫船———来自曼
谷的德籍“Brami”轮有中国患者死于霍乱。厦门关颁布卫生条例，在 1873 年 “厦门口岸保护
传染疫症章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检疫港口包括所有疫港及疫船悬挂黄旗等事项⑥。据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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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1894 年香港爆发鼠疫而厦门还未发生时，驻厦外国使领馆援引菲律宾防疫章程会同厦门
地方官说: “香港病疫，厦门恐有传染，拟议防疫章程，禁止由香港来厦洋船只入口。业经议
定，中西各官会衔出示晓谕，于五月十五日为始，凡由香港粤东来厦之船，一律照章施行，违者
归本国官究办。”① 虽然驻外使领馆的申述明显带有殖民色彩，但不难看出，他们对疫病非常敏
感，比厦门地方官员更加关心疫病状况，更加重视防疫工作。1903 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之
后，其统治机构工部局颁布了 《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其中对防治传染病专门作出了规定: “本
鼓浪屿各铺户及肩挑贩卖一切事物者，如鱼肉水果等物，时时用网盖遮，以免蝇蚋集传染疾病。
若夫挑贩之布盖，亦须先带到本局查验适当，方能准用。所有冰水冷水及剖开之生果，不论铺户
或挑贩，由本日起，一律禁止售卖，以防暑天传染疾病。倘敢故违，立即捕办不贷。”② 规定既
细致又严厉，虽然带有欺压本地居民的意味，但显示出管理当局对卫生和疫病防治的重视。
这一系列行为反映出海关、鼓浪屿工部局等管理者对疫病是否会影响厦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
响已经有较为充分的估计，所以才能反应及时，在东南亚地区发生而厦门地区还未出现疫情时就
出台相关措施加强口岸的疫病防治，在厦门出现传染病时已基本建立了应对疫情的有效医疗运作
机制，从而保障了海关社会秩序稳定和口岸贸易有序发展。1891 年，海关税务司许妥玛在海关
十年报告中写到: “实行检疫制度后，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不幸情况发生，厦门海关因而免于遭
受流行病之灾难。”③ 而且，这些在应对疫情爆发期间制定和实施的检疫措施和卫生章程逐步成
为厦门制度化、规范化的公共卫生制度。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共和国成立前，疫病情况、城市公
共卫生建设、居民健康等医疗卫生状况逐渐成为海关年度报告和十年报告中的重要内容和近代厦
门日常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 鼓浪屿救世医院的日常医疗实践
以上是西方管理者应对疫情时的医疗行政举措。其实，西方人在晚清厦门进行医疗活动的主
体是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及其附属医学学校，这些团体和组织长年留在厦门，已经是晚清厦门
社会的一部分，从鼓浪屿救世医院的医疗活动中可切实感受到西方人所进行的医疗活动已成为晚
清厦门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端。鼓浪屿救世医院自 1898 年成立后开展了多方面的医疗卫生实践活
动。
第一，救治病人。救世医院不收药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仅收相当于 5 美分的伙食费，完全
靠自愿捐献维持。英国传教士塞舌尔·包罗记述: “到 1906 年底， ( 救世医院) 已治疗病人
85758 人次，完成手术 4865 例，在医院培训了 21 名医疗学生。”④ 据美国传教士马休斯记述:
“救世医院和威廉明娜医院 ( 救世医院分院) 开办以来的 12 年间，住院病人超过 17000 人，门
诊病人也超过了 135000 人。该院做过 7500 多例各种各样的外科手术。”⑤ 医院不仅向官绅富人
开放，而且也尽可能为普通贫苦民众提供帮助。“大多数病人来自厦门周边的乡下。许多是住在
离那座小县城多日旅程的人。还有些是从马尼拉和仰光来的，偶尔也有遥远省份的流浪者因为意
外事故而来求治。各色人等都有，很多满身污秽、困顿卑微的乞丐到这里来。有钱人在医院租住
病房，有些在治愈后慷慨捐款。”⑥ 可见，尽管医院建设之初带着浓厚的传教色彩，但优良的医
疗条件、免费的医疗救治确实让众多病人得到实惠，所以救世医院不仅在当地人中得到了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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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而且其名声远播海外。
第二，走访病人。救世医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病人的家访，在医疗活动中与患者或居民互
动，并借机进行善款募集和传教。郁约翰医生的工作自述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另一件工作是对病人的家访。他们中有许多有钱人，并且乐意为医生的工作
付费，知道医生的收入就是对医院的支持。有时我们的家访也遇到古怪的事。数年前有
一天，我们的一个医生去探访一批瘟疫病人。这天又热又闷，肮脏的街道底部覆盖着阴
沟，散发着难以形容的臭味，一具尸体盖着稻草席躺在街上。到处有写着 “求平安”
的红纸贴在门上。空气中弥漫着烧纸钱和为驱逐恶魔而燃放数百万发爆竹的烟。家中躺
卧着一个临终的母亲和她刚生下来的婴儿。在那又黑又湿且充满臭味的房间里，容不下
5 个人。12 个或更多的邻居来看外国医生工作。恶浊的空气、妇人的哀号和临终妇人脸
上绝望的凝视，令人难以忘怀。那时，基督的爱似乎不能给这个家庭带来平安。①
第三，设医学专科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学生大部分来自鼓浪屿寻源
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物理、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外科、眼科、妇产
科、小儿科、皮肤科、检验科等。学校采取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上午学生跟随医生到各科
见习，下午上课。课本按照中华博医会出版的教材和一些外科教材。”② 1900 年至 1932 年，医学
专科学校共培养六届毕业生共 40 人。学校为闽南培养了不少医疗人才，黄大辟、陈天恩、陈伍
爵、林安邦等均成为闽南名医。他们接受西学教育，传播西医文化，成为厦门城及其周围地区宣
传卫生知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广泛传播有关如何采取措施———通过生活卫生和生活方式———
来防止流行病扩散的知识。”③ 据郁约翰医生记述: “第四种工作是每周九小时的教育。课程为 5
年，及格者颁给一份表明工作量的证书。此后，学生们出来在群众中做事，救助困苦。多种方法
的教育工作已成为我们事业最可喜和最有益的部分。毕业离开救世医院的，没有一个不是基督教
徒……他们一些人已在非基督教徒中树立了良好的影响，其中有一人很可能是整个地区最有影响
的基督教徒，他现在和过去都是教会的年长者、厦门市政会和华人议事会的成员，也是教会内外
多种慈善组织的成员。尽管他是名人，然而常常看到他在星期天走好几里路到聚会所为在那里的
祷告者进行传道。”④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让医疗卫生意识、疾病预防逐渐成为许多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得许多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善。
第四，与中医进行交流，逐渐认同中医。在晚清厦门，西医没有完全排斥中医，还主动与中
医交流。例如，一名婴儿被救世医院院长郁约翰诊为死症而中医叶豆仔却将他救活，郁约翰不了
解中医是如何诊治的，于是亲自登门拜访。后来，鼓浪屿工部局也为叶豆仔赠挂牌匾⑤。可见，
作为救世医院的首任院长，郁约翰没有像传教士那样怀疑中医，而是主动上门与叶医生交流，这
无疑为近代厦门中西医之间的相互借鉴、逐步汇融起到表率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西医在
晚清厦门并行不悖: 在鼓浪屿租界时期，众多中医都获得了鼓浪屿工部局颁发的行医执照，1884
－ 1903 年，在鼓浪屿开业的个体中医就有 10 位⑥。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
第五，为医院募集善款。1904 年，郁约翰赴荷兰度假。在此，他到处宣传鼓浪屿救世医院
对护士的需求，希望能有护士到厦门工作。他的呼吁得到荷兰女王威赫明娜的支持，立即派遣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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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护士来厦，并在救世医院旁开设女医馆，荷兰王室还提供培训护士所需的资金。为感激荷兰女
王的义举，郁约翰将女医院称为“威赫明娜女医院”，救世医院的全称改为救世男女医院。
无论是救治病人、走访病人还是开展医学教育、与中医进行交流、募集善款，郁约翰和鼓浪
屿救世医院进行的医疗活动实践了西方医疗卫生制度，传播了西医知识和文化。他们既包含西方
教会传教的主观目的，也夹杂着个人事业、生命和情感; 既是中西民间通过医疗活动交流的史
实，也是近代厦门医疗事业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石。1910 年，郁约翰在鼓浪屿为人治病时不慎
染上疫病而逝世，西方教会、中国教会、救世医院及其学生、不少得到救治的中国人等都加入了
追思郁约翰的队伍，并在鼓浪屿为郁约翰建造了纪念碑，中国人也开始长期为救世医院捐款①。
救世医院、郁约翰和其他医疗卫生人员通过医疗卫生活动与厦门民众和本地社会组织之间进行了
长期的互动，已经在民众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晚清厦门日常卫生与医疗的变迁
海关、鼓浪屿工部局等管理者应对疫情的行政举措是对西方港口卫生管理制度的具体实践，
就其性质来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和保障西方人在厦门的政治经济利益; 就其作用而言，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疫病的侵扰，减轻了晚清厦门社会民众的损失和负担，为近代厦门医疗事业的后续
发展奠定了基础。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及其附属学校开展的医疗活动虽带有浓厚的传教色彩，
但它们形成了西医医疗制度、医术与文化在厦门传播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
汇。正是在疫病这一人类共同的 “敌人”面前，中西方对各自的医学从不理解、不相信逐渐转
变为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甚至共同合作。例如，英国医疗传教士孟逊为让人们看清他用的是外科
手术刀而不是餐用刀叉，就在临街处开了一间诊所，后来他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他发现西医对
热带疾病无能为力，而中医的一些传统疗法却管用，于是在中医刺激和启发下研究热带疾病，最
终取得了令他声名远扬的医学成就，病人纷纷向他求医②。也正是在西方医疗活动潜移默化的影
响下，积极健康的卫生意识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在改善、医疗观
念在更新。例如，1911 年海关税务司巴尔记述: “和 30 年前本地出现的反对为预防天花种痘一
样的偏见，防止了瘟疫血清的广泛应用。现在，人们已认识到种痘对制止天花灾难的益处。因而
在适当时候，现在的错误看法可能会同样消失。”③ 又如，鼓浪屿工部局成立后，颁布实施 “鼓
浪屿公共地界规例”，二十条中有七条涉及城市公共卫生和家庭卫生④。当地居民刚开始还不理
解、不适应，清政府设在鼓浪屿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堂曾审理过外国人状告中国人违反卫生规则、
污秽马路的案件，会审公堂处罚了相关责任人⑤。后来，鼓浪屿人逐渐给外边的人留下非常 “斯
文”的印象: 他们讲卫生、爱花草、守秩序、素质高。整个鼓浪屿也从鸦片战争时 “荒草乱石”
之地、“英国士兵驻扎在此时频频病倒”之地转变成西方列强竞相建立领事馆、西方人和富裕的
华侨竞相在此定居的“海上花园”。显然，卫生意识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西方长期进行的医
疗实践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结 语
晚清是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一个阶段，厦门是晚清最初开埠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各种中西
方因素在此出现、碰撞与磨合。西方人的所见所闻以西方社会文化为参照背景，侧重于晚清厦门
的社会医疗现象和民众日常生活状况，虽然未对疫情成因作深入的剖析和考察，但从他们对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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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卫生状况特别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卫生行为的记述可以得知: 人们普遍生活在疫病预防知识匮
乏、公共卫生恶劣、私人卫生观念淡薄、应对疫病的方法缺乏科学性的环境中，而这些日常卫生
因素往往成为晚清以来疫病爆发、扩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在海关、鼓浪屿工部局等管理者
的医疗行政以及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的医疗实践共同推动下，西方卫生、健康和生命等行为与
观念开始在厦门传播、实践，虽然民众还未完全接受并实践西方近代疫病治疗和卫生观念，但晚
清厦门医疗事业在近代防疫知识和卫生实践的传播和影响下开始成为管理者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之一，厦门的日常卫生状况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善。西方社会力量在医疗活动中与中国个
人、团体或组织进行了广泛的互动，从这些互动中不难看出，西方人的医疗实践更潜移默化的作
用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观念的影响，卫生意识和健康观念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晚清厦门，疫病的散播并非只发生在西方殖民者管辖的厦门海关和鼓浪屿，但从现有的文
献资料来看，晚清政府并未切实重视医疗卫生，地方官员甚至首先躲避疫情。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新任兴泉永道台“因厦门疫气未清，恐被传染，暂住鼓浪屿公馆，准备等疫情过后再
赴厦门岛任职”①。由西方人管理的厦门海关和鼓浪屿工部局以及由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开展
的疫病救疗和卫生实践在晚清厦门医疗卫生史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而且对民国时期厦门现代卫生
事业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具有开拓作用。
( 责任编辑: 陈炜祺 王恩重)
Daily Sanitation Situation and Medicine of Xia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Westerners
Wang Rige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missionaries and tax administrators of Xiamen customs ，the
daily sanitation situation of Xiamen in late Qing dynasty were generally like this: the climate is generally
good to health， except some climate factors; public hygiene of the city area was bad; the personal sanita-
ry concept was thin; the medical condition was poor; infectious diseases erupted frequently; the common
people usually turned to geomantic omen and gods for help when they replied the diseases; distribution of
the medical resources were unbalance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bad daily sanitation situation， do mis-
sionary work In medical activities，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guarantee the people，s health， occidental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edical activities: the administrators of Xiamen customs drew up quarantine regula-
tions， Gulangyu Municipal Council governed public hygiene of the city area and carried out the health
regulations， the church and foreign consul founded western style hospitals， the church—founding hospital
founded medical science school to cultivate doctors and propagated the knowledge of disease prevention，
the medical missionaries launched disease treatment and medical research and so on . These medical ac-
tivities not only disseminated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concept and culture，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and western medicine but also integrated the health concept into
daily life of Xiamen and renewed the common people，s medical concept and improved their life style.
Keywords: the Records of Westerners; Xiame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aily Sanitation Situa-
tion; Med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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